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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奥曼

石川啄木被誉为天才诗人，是日本明治时期有名的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周
作人是国内首位翻译石川啄木诗歌的人。他对石川啄木诗歌的选择性，带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自我诉求。周氏的译介使得啄木在20世纪初期就走入中国视野。啄木的
诗歌及其理论对当时中国的诗坛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和推动作用。透过周作人对石川
啄木诗歌的接受这一主线，通过对他们思想脉络的爬梳和分析，不仅可以解明周作人
与石川啄木的关联，展示出啄木诗歌的魅力，同时也归纳出解读两人文学和思想上的
重要维度─先觉性与实感。这一重要的维度不仅体现了两人孜孜以求的面相，而
且与时代、社会诸多问题同频共振，一同汇入了中国新诗草创期变革的历史潮流中。

石川啄木（1885-1912）作为近代日本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活跃于明治时

期的文坛。他早期受到与谢野铁干等人创办的《明星》杂志的影响，最初以一个浪
漫主义诗人的新秀姿态出现在诗坛，之后受自然主义风潮的影响成为自然主义小说

家。他饱受生活的颠沛流离和病痛的折磨，对底层投以亲切的关怀。1910年后因不
满明治天皇强权统治下的“时代闭塞的现状”，最后发展为一位具有批判精神和革命
意识的先觉者。他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方面大胆革新，用锋利的笔触捅破混沌复杂

的阴暗面。在“大逆事件”的黑暗笼罩下，其后期的作品充满着革命的指向性和隐忍
的哀伤气。他的短歌集《一握砂》、《悲哀的玩具》，诗歌《无结果的议论之后》皆是
他在短暂的26年生涯里留下的历史印记。石川啄木被称为 “生活派”的先驱，一位革
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文学家。伊藤信吉认为他的短歌和诗歌体现出的思想是“一种内
在性的实践。” 1而吉田精一则注重啄木短歌中体现的文明批判，指出啄木歌论中的

““先先觉觉性性””与与““实实感感””：：论论周周作作人人对对石石川川啄啄木木诗诗歌歌的的接接受受  

引引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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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性，没有停留在技术论上 , 而是涉及了文学的本质论。2石川啄木的诗歌早在20

年代初期就曾对中国的文学产生过影响。周作人（1885-1967）作为译介石川啄木
文学的第一人，自然有着不容小觑的引导作用。他在短歌方面，翻译最多的是石川啄
木的短歌。可以说石川啄木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使周作人产生了某些共鸣。历来研
究者已经关注到了石川啄木与中国文学及周作人之间的关联。其中，于耀明对周译

石川啄木诗歌及小说进行了钩沉整理。3
吕元明4、崔琦5将石川啄木放在中国现代文

坛日本文学交流史的框架中，高度评价了周作人对其的译介贡献。袁先欣以周译石
川啄木诗歌中的“到民间去”这一线索为历史链条，勾勒出周作人重返文学现场来安
置思想危机这一过程。6小川利康以“诗歌论争”为切入点，探讨了周作人承认诗歌
之独立价值，认为其或受啄木影响颇为看重诗歌的暗示与简练的特征。7志贺正年则

着眼于语言学层面，考察了《一握沙》部分原文与中译文间的语序及词汇的翻译情
况，指出周作人整体采用了以白话为文体兼顾 “信达雅”的翻译策略。8以上关于周
作人与石川啄木的分析研究已然初具规模，但仍处于相对混沌的总体面貌，尚难以直
观立体地勾勒出周作人与啄木间的渊源关系。而近期，随着诸多类型的周译石川啄
木诗歌集相继出版，笔者产生出了如下思考：为何在石川啄木逝世已110年后的今
天，他的诗歌仍能吸引住当下的读者？译者周作人对石川啄木诗歌持有怎样的态度
和期待，又进行了怎样的观念建构？本文将重返上世纪20年代前后的历史现场，寻
觅其对石川啄木诗歌的接受足迹。这不仅仅对我们清楚认知那段历史，深层把握两
人思想中特殊的时代性有所帮助，或能为当下石川啄木诗歌为何获得如此多的受众
这一问题的解答寻找清晰可辨的依据。

周作人最早翻译石川啄木的作品是诗歌《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他最初以“仲密”
的名字发表在1920年7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本是石川啄
木在1911年7月号的《创作》杂志上发表的六首长诗。之后，他又给每首诗加了标

题（《无结果的议论之后》、《科科的一瓢》、《书斋的午后》、《激论》、《墓志铭》、
《旧的提包》），后又新增了两首（《家》和《飞机》），最后合集为诗集《叫子和口哨》。
据周作人译诗的附记所知，他参考的诗歌底本是生田春月的《日本近代名诗集》（越
山堂，1919年版）。他在1919年4月购得此书。9包括《无结果的议论之后》在内，
周作人又于1921年8月在《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4号发表了翻译的石川啄木的5首

先先觉觉者者的的严严密密报报告告————论论《《无无结结果果的的议议论论之之后后》》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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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其他4首按照发表顺序依次为《科科的一瓢》、《激论》、《旧的提包》和《飞

机》。中间间隔近一年，两次都发表了《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查周作人日记，周作
人首次接触啄木应该是1920年5月25日，“寄仲侃函，下午困顿不适，得丸善十九二十
日函阅啄木集”。10而周作人在1920年5月的购书目录中确实记录着“啄木小说集，
石川啄木”的字样。就在前日即24日的日记中，有“得新潮社的小包”的记录。故此
处购阅的“啄木小说集”应是新潮社于大正八年出版，收录有啄木小说的《啄木全集
Ⅰ》。此后，他在1921年1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二七日晴，下午得乔风函，《啄木
全集》三及《觉悟》各一册。11同月的购书目录中的确有“啄木全集Ⅲ，新潮社编 ”
的字样。12第三册则收录啄木杂文及评论。同年12月周作人又购得收录有啄木诗歌
的《啄木全集Ⅱ》。从已有的记录来看，既然1921年12月份周作人才开始接触石川
啄木诗歌，那他发表的5首译作应该均是参照同一本书，即生田春月的《日本近代名
诗集》。以上，厘清了周作人接受石川啄木的大致时间。接下来，具体来看《无结果
的议论之后》这首诗歌：

我们的且读书且议论，
我们的眼睛的辉耀，
不亚于五十年前的俄国的青年，
我们议论应该做的什么事。
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我们知道我们所求的是什么，
也知道民众所求的是什么，
而且知道我们应该做的什么事。
我们实在比五十年前的俄国青年知道的更多。
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聚集在此的都是青年，
常在世上创造出一切新的事物的青年。
我们知道老人不久死了，我们终是得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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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呵，看我们的眼睛的辉耀，我们的议论的激烈呵！
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

呵，蜡烛已经换了三遍了，
饮料的杯里浮着小飞虫的死尸了。
少年少女的热心虽然没有更变，
伊的眼里显出无结果的议论之后的疲倦了。
但是没有一个人用拳击桌，
叫道“到民间去！”13

在这首诗歌中，周作人将原文中的“V NAROD”译为 “到民间去”，幷在发表时对

此进行了标注。这首诗歌排列紧凑，气势恢宏。四小节所描绘的热烈浓厚的氛围共
同交融在一起，最后却形成一副悲壮无果的画面。四小节的前四句刻画了年轻者的
如下形象：“有着辉耀眼光不输俄国青年的形象”“知道民众所求胜过俄国青年的形
象”“创造新事物，心怀胜利的青年形象”以及“热心依旧却略显疲倦的青年形象”。
这些形象理应是朝气蓬勃和奋勇向前的。但诗歌后两句却笔锋一转，道出对青年们

革命意识尚有但革命行动缺失的悲叹。解读啄木的这首诗歌，不得不关注他诗歌创

作的背景。
石川啄木的这首新体诗写于他的晚年1911年。就在前一年的1910年，日本发生

了震惊国内外的“大逆事件”。作为文学方面的反映，森鸥外的《沉默之塔》（1910

年）、德富蘆花的《谋叛论》（1911年）、平出修的《叛徒》（1913年）等作品皆映
射了这一事件。石川啄木倾心于克鲁泡特金与社会主义思想，受大逆事件的刺激，同
年第二个月他便写下了抨击强权社会的檄文《时代闭塞的现状》。该评论以“强权、
纯粹自然主义的最后及明日的考察”为副标题对鱼住折蘆的“作为自我主张的自然
主义 ”的文章进行了反驳。文中，他先是肯定了自我主张的倾向和与其矛盾的、科
学的、宿命论的、带有自我否定倾向的纯粹自然主义相结合是事实。又称：“之后，
尽管前者往往视为后者的一种属性，但近年来（纯粹自然主义试图以观照姿态决定
现实人生的态度以来）的倾向，又显示出了两者之间难以跨越的鸿沟。”14由此点出
发，他指出鱼住折蘆的一个谬误：相矛盾的两种倾向在不可思议的5年间能共栖是
在于两者有共同的敌人─国家。啄木称“我国的青年迄今为止还未对强权有过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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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因此国家还未有过成为我们怨敌的机会。”15关于国家的问题，“青年们也完全交
给父兄”。“我们青年无论谁都极为恐惧那时的征兵身体检查……青年人对强权没有
任何交涉，令人绝望。”16啄木认为两矛盾思想的结合恰恰是因为没有共同的敌人。
接着他对自然主义内部的混乱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认为自然主义中“暴露现实、
无解决、平面描写等语言所表现的科学的、宿命的、静止的和自我否定的内容”和
“第一义欲、人生批判、主观权威、自然主义中的浪漫分子等语言所表现的自我主
张的内容”相互交织，越看越混乱。这一分析映射出了一群青年深陷迷茫的苦恼像。
接着，啄木将目光投向当下社会的现状，对青年的心理进行了深入剖析。“和自然主
义发生的当时一样，在丧失理想、方向和出口的状态下，我们无法独自解决长期淤
积于身的力量。与纯粹自然主义结合的失败，以及今日青年具有的内讧的、绝望的
倾向，都极为明了地述说着这一理想丧失的悲伤状态。”“强权势力在笼罩着全国。
现代社会组织又发展到各个角落。”17

为了打破这种困顿的局面，啄木发起了宣战：
舍弃自然主义，停止盲目的反抗，莫要回顾元禄，把所有精神都倾注在对明日的考察
─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系统性的探索上。18最后，啄木总结到：对自然主义以及不完
备的教育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进而揭露出天皇统治下的强权政治制度，才是冲破时

代闭塞的根本方法。他鼓励青年拒绝空想，直面现实投入革命，幷对 “老人”这个权
威进行顽强抵抗。这一呐喊便是《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中的“到民间去！”。
《无结果的议论之后》这首诗歌延续了《时代闭塞的现状》的主题，将对权威

的反抗性贯彻到底。这首诗被认为是献给幸德秋水等人的镇魂曲。19
诗中刻画了激

进分子虽抱有满腔革命热情，但却不见诸行动。诗歌中指涉的“五十年前的俄国青
年”和“到民间去”的口号，明显带有俄国民粹党派和无政府主义的痕迹。19世纪六
七十年代，代表人民利益的民粹派，反对俄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残余。这一时期，
他们曾发起“到民间去”的社会运动。通过宣传来培养农民的革命意识，幷鼓励农民
投身于反抗沙皇政府和地主的斗争。1874年遭到沙皇政府的镇压。最后，“到民间

去”的活动宣告失败。而1879年起，民粹派的大多数人投入了恐怖的暗杀活动，试图

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进行战斗，这反而使他们更加脱离群众。20在《无结果的议论之
后》之前，啄木为了追究大逆事件，在病床上整理了幸德秋水的自辩书《A LETTER 

FROM PRISON--‘V NAROD’SERIES》,意识活动越来越向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

方向倾斜。文中，他借幸德秋水的自辨词和克鲁泡特金的话，指出无政府主义与恐怖
主义不可等同，他们只是以相互扶助和“到民间去”的方式来追求人类生活的理想境
地，即所谓无政府共产制度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事情全无权力干涉，凭借



(85)─ 176─

各人各团体的自由协议来处理。但最后由于镇压导致了“以行动来代替言语 ”的暗
杀活动。啄木在文中也更认同“到民间去”本身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虽然由于国情
的不同，实践者幷未出现，不过面对统治者的淫威，啄木还是发起了革命的声音。与
在同时期发表的《性急的思想》、《卷烟草》等文章所贯彻的思想一样，他不断剖析
时代的弱点，站在明日的角度凝视昨日与今日之问题，寻求来自社会的连带感，他终

于感悟到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
以上，厘清了石川啄木创作《无结果的议论之后》这首诗歌的背景以及执笔动

机，接下来分析周作人对这首诗歌的接受。这首译作后面附有周作人的如下评论：
“十九世纪俄国青年‘到民间去’的运动，确实令人值得钦佩，远不是明治时代进行无
结果的议论的青年们所能赶得上的。但也只有他们自身或俄国青年有资格责备他
们，我们是没有资格。我们现在难道不是只在口头上说的很好听，却没有进行任何行
动吗？读了啄木的诗以后不能不惭愧了。借他人之鞭抽打自己的背脊，这就是我翻
译这首诗的想法。”21表达了对青年革命者的渴求与革命者丧失的嗟叹。事实上，这
一时期和周作人推崇的新村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1918年他首次致信新村总

部 , 于1920年底为《民国日报》之《批评》副刊“新村号”撰文 , 这段时间大致构成
了周作人早期的新村时期。22在发表《无结果的议论之后》前不久，周作人在1920

年6月19日的日记中清晰地记录着以下活动：“往医院七时至青年会应社会实进会
之招，讲演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十时回家得秣陵函。”23后不久，周作人于1920年6月
23、24日在《晨报》上发表了《新村的理想与实际》。文中，他先是道出新村的理
想是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结合体。认为物质一面的生活“以互助依赖为本”，精神一
面的生活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
界……不过这小异的个性，不要与大同的人性违背就好了。”24他认为倘若借口大同，
压迫特殊的文化与思想，那又是一种新式的专制。周作人极为反对专制，他所倡导

的理想的新村是个人主义的，同时也是人类的。对于新村的实际，他也指出了眼下
日本新村运动在出产与消费方面的不足。但却更看重新村的两大特色：“艺术的空
气”和“宗教的空气”。他指出，新村的人不满足现今的社会组织，虽然终极目的与别
派改革的主张差别不大，但是他们不赞成暴力，而是相信人类，信托人间的理性。最
后，他也承认这种方式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端：“要是老辈发了疯，把旧屋放火烧起来，
那时新屋也怕要烧在里面，或是大家极端迷信老辈，没有人肯听劝告，自己改造，那
时新村也真成了隐逸的生活，不过是独善其身罢了。但他不相信人类会如此迷顽的，
只要努力下去，必然可以成功。这理想的、平和的方法，实在是新村的特殊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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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也或可以说是他的短处，因为他信托人类，把人的有几种恶的倾向轻轻看过

来。”25以上，可以看出，周作人也倾向于用非暴力的手段来建造新村。但是他幷没
有轻视 “老辈 ”这个恶的存在。这里的“老辈 ”和石川啄木诗歌里的“老人”都有着很
明显的批判指向。早在五四初期，周作人就曾对中国三纲主义的伦理及附属的旧礼
教、旧习俗进行过反叛。作为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洗礼的一员，周作人和其他启蒙
知识分子一同站在二元对立图式上，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传统文化运动。他的批评

首先表现在文学领域。继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后，周作人于1918年12

月发表了《人的文学》。文中，他从人道主义出发，列出几类妨碍人性发展的纯文学，
抨击了禁锢国民思想的非人道的“两性的爱 ”和“亲子的爱 ”。他抱着“时代性”这一
观念，认为应积极宣传自己的主张，采取排斥的方法对抗相反的意见。很明显，这一
时期的周作人带着与文学中的旧道德决绝的态度，来痛斥旧礼教对大众的奴化。对

于新文学的译介和创作的效用，他坦言“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
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绍介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
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26在1918年4月发表的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
说之发达》的演讲中，周作人将中国与日本的小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中国在小说方
面之所以毫无进展就在于“中国人不肯模仿不会模仿。”而要想摆脱现状，“须得摆

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目下切要办法，便是提倡翻译及研究外
国著作。”27从以上几点来看，周作人翻译《无结果的议论之后》这一行为，本身就有
借他人力量来革除“老辈们 ”的顽疾幷试图革新民众精神的意图。

如果说周作人企图在文学认知上对旧事物加以清理是他改革中的第一步，那从
思想实践层面上对旧事物进行抗争则是改革的第二步。在1919年2月发表的《祖先
崇拜》中，他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底。文中，他视祖先崇拜为野蛮
部落遗留下来的蛮风，幷对子女一味崇拜祖先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谬说大
加讽刺。如此一来，周作人扩展了他的“革命空间 ”：即从初期在文学文字方面的启
蒙扩展到后期在社会道德领域的批判。而这一方向确实在后面的文章中得到了体
现。在发表《无结果的议论之后》后不久，周作人于1920年7月18日发表了《乡村
与道教思想》。文中，周作人认为阻碍改良乡村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是民间的道教思
想。在周作人看来，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下了因果轮回与道教同化了的
信仰，而支配国民思想的完全是道教势力了。也就是说，周作人站在了宏观的批判场

域窥探类似“种蛊炼丹”和“拜物教”等道教思想的恶。但是，由于他把批判的空间扩

展到了乡村的广大底层，这意味着他不得不承担起更加艰巨的自我批判的任务。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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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由于病痛的折磨和思想的混乱，周作人后来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但是这段
时期的周作人，同样是一位为迷信残害下的弱势群体呐喊发声的先觉者。在改革过

程中，他一方面充满着改造的热枕，一方面又有着看清现实后的酸楚。钱理群窥见了
他作为活生生的“人”的心灵纠葛，指出其在五四时期流露出的积极进取的少年精神
不应该被忽视。28以上可见，周作人翻译《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企图借助日本文学
为国民灌输革命血液幷提供精神支持。周作人和石川啄木都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体
会了对革命灵魂唤醒无果的悲哀和无奈。但是他们深陷困境却能构筑起自己独特的
思维方式，这本身对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921年8月，《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4号刊登了周作人的《杂译日本诗三十
首》。除再次发表的《无结果的议论之后》以外，还有四首石川啄木的诗歌（《科科
的一瓢》、《激论》、《旧的提包》和《飞机》）。这四首诗歌单就题材和内容来看，和
《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是相通的。《科科的一瓢》讲了“我”在无结果的议论之后，喝
着一勺冷的科科（可可），体会到了“以行为替代被夺的言语 ”的恐怖家的悲哀的心。
《激论》讲述了围绕新社会的权力处置而引发的争论。《旧的提包》中出现了书包里
的禁书。《飞机》描绘了生活在底层却专心学习的勤奋的少年。诗歌中出现的少年
和他那患肺病的母亲，应该是啄木自身的映射。这四首诗歌与《无结果的议论之后》
发表于同一时期，显示出了石川啄木与社会主义行动之间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周作人翻译这几首诗歌的目的应该也在于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使用
“组诗 ”的方式，随意选取了13人的诗歌。其中除了表现明确的革命指向与现实批判
的啄木诗歌以外，也有充满民俗趣味的儿歌（生田春月《燕子》）以及用哀伤的笔触
描绘自然风情的诗歌（木下杢太郎《石竹花》）等。可见，周作人翻译的目标指向不
如之前明确了。其实，如果考虑到周作人这段时间的生活背景的话，便不难理解他的
这一行为。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1921年3月29日因病势恶化，移住山本医院，至5月
底出院。同年6月，他又去香山碧云寺养病，至同年9月才病愈回家。患病的折磨加
之五四的“退潮”，周作人感到了幻想破灭的悲哀，他曾作新诗《梦想者的悲哀》：“我
的梦太多了。/外面敲門的声音，/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阿，曙光在哪里呢？/我的
力真太小了…”29

这一时期，周作人深感病痛的折磨和精神的苦闷，多次在文章中进行
着自我剖白：“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

刹刹那那的的实实感感：：诗诗心心的的共共鸣鸣与与契契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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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
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30

时局的动荡和身心的苦痛交
织在一起，使他找不到一条可行的路径来解决“恶 ”。而更为关键的是，他开始怀疑
国民的可改造性，认为自己的理想或许只是空想，将来主宰国民内心的，仍旧还是“鬼
神妖怪”。而这种想法使他难以继续保持以往决绝的对抗姿态。而《杂译日本诗三
十首》便是他这段时间思想混乱和惶惑的“证言”。他开始以一种不统一的标准来
进行杂译，以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来接触文学，幷试图藉此安置难以处理的思想危
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周作人诗歌的选择排除了过于浓厚的革命情绪，带有顺从于
内心的某种超功利性的特征。在诗歌方面，他开始表现出更多情绪上的自我写照。

带着和石川啄木相似的病床体验，周作人于1922年5月15日在《诗》第1卷第5

期发表了译文《石川啄木的短歌》，收入短歌4首（来自《悲哀的玩具》）。同年6月，
他再次发表所译的《石川啄木的短歌》，刊登在《努力周报》第4期上，收入短歌17

首（《一握砂》6首、《悲哀的玩具》11首），总计翻译短歌21首。1925年又将以上
的21首短歌通过组诗的方式，以《啄木的短歌》为题收录在《陀螺》中。《一握砂》 
(1910年 ) 和《悲哀的玩具》(1912年 )是石川啄木晚年创作的歌集。其中，《一握
砂》是啄木生前从上千首歌中选出的551首歌的合集，其中不乏有他对故乡的回忆、
东京生活的记录以及自我审视等。《悲哀的玩具》收入啄木自1910年11月末至晚年
所写的194首短歌。啄木死后由友人土歧哀果交给东云堂书店出版。歌中多是对社
会现实的批判和对疾病缠身的哀怜。在这两部歌集中，石川啄木大多采用“组诗 ”的
方式，将同种题材和内容的短歌编排在一起，使短歌具有小说式的叙事表达和绵长

的情感意蕴。例如，《一握砂》的第304首至414首，他通过对东北地方流浪时的见

闻为主题的组诗，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之情。《悲哀的玩具》的第88首至97首是啄
木患慢性腹膜炎入院期间所作。歌中抒发了自我怜悯的悲伤之情。除此之外，短歌
中也有类似于“用手枪来打我吧，像伊藤博文一样死给他看。”31的激进的言论。这

些短歌皆是他日常生活中复杂情感的真实写照。日俄战争之后，自然主义文学运动

兴起，日本诗坛上出现了以川路柳虹和相马御风为代表的旨在揭露现实的白话自由
诗运动，以及以北原白秋和三木露风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的高潮。面对诗坛现状，
经历过写小说未成功的挫败以及生活贫苦的重压后，啄木依然坚守对新诗精神的不
懈追求，幷开始思考日本诗歌的未来。在诗论《可以吃的诗》中，他集自我革命和
诗歌变革于一体32，对诗的概念细加厘定。他提出诗不是山珍海味，而是日常吃的小
菜，是要把双脚立定在地面上，用和现实生活毫无隔阂的心情歌唱出来的东西。33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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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加排斥“意志薄弱的空想家”“回避理性的卑怯者”“聊以自慰的懦怯者”以及“虚伪

的爱诗者”等，而倡导诗人对待诗歌要有“政治家的勇气”“实业家的热心”“科学者的
判断”以及“野蛮人般的率直态度”。这些要求也表明了啄木对白话自由诗的态度：
双脚站立在地面上，将内心的感悟不加粉饰地记录下来。在他看来，以诗为尊贵的东

西，只是一种偶像崇拜。“诗必须是人类感情生活中变化的严密报告，老实的日记。”
34他认为新诗的精神是时代的精神，而新诗必须是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使用时下的
日本语创作有关日本的诗。上田博与今井泰子认为他的类似评论彰显出超时代的先
进性。35同样，啄木将新诗的精神注入到自己的短歌创作中。在《一握砂》和《悲
哀的玩具》中，他用口语形式和日常题材来写短歌，打破了31音1行的短歌的传统束
缚，创造了3行不定型的诗歌格式。这意味着短歌能够贴近现实，幷从少数人手里解
放出来。他曾假借“一利己主义者”与友人的谈话表明自己创作短歌的原因，“我不
想错过人生中旋踵即逝的每一秒”“我因为珍惜生命，所以创作短歌。我因为爱惜自
己，所以创作短歌。”36

这种短歌观亦可以从其对菅原芳子的信中得以窥视：“总而言
之，我认为的短歌是不受掣肘，尽可能大胆地歌咏出来的东西。”37而1908年以来，啄
木经历了社会黑暗、家庭纠纷和疾病缠身等一系列的折磨，晚年所著的歌集已经脱
去了早期抒情浪漫的气息，整体呈现出写实性的黑暗面。而周作人同样运用组诗的
方式，翻译了石川啄木21首短歌（《悲哀的玩具》15首、《一握砂》6首）。他认为啄
木的著作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短歌。他赞同啄木短歌创作的大胆创新：内容上注重
现实生活的表现，脱离旧例的束缚；形式上运用俗语，改变行款。38周作人没有选取
啄木对社会变革强烈期望的短歌，而选取了其病中所作的短歌。在啄木的短歌世界
里，周作人一边感受啄木心灵的颤动，一边找寻着符合自己心境的文字。这些短歌幷
未作抽象的议论，而是多用悲哀的字眼，呈现出秋霜鹿鸣般的悲鸣。此处，节选短歌
两例进行考察。
  

病着了，心也弱了罢，
种种要哭的事情，
都聚到心头来了。39

运命来了坐着么，
几乎这样猜疑了─
棉被沉重的夜半的醒时。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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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首短歌是啄木的病中诗。形式上分3行，字数随感情进行增减，非常自由。
内容上，使用的语言全是日常生活用语。这两首短歌幷非语言的简单化排列，而是
延溢着啄木式的哀伤，仿佛是啄木在进行凄婉的低述。文字幷没有刻意经过艺术化
的处理，却能较大程度刺激情绪上的想象。短歌的内容无疑是周作人时下心情的映
照。在病榻上，他亲自听见生命“沉沉的缓缓的一步一步的”41走过去了。而精神的
颓靡有时又与时代的陡转相贴合，随着五四运动开始进入“退潮期”，诸多启蒙家都
表现出了对现实的怅然若失的心情。朱自清于1922年写下了散文《匆匆》，表现了
对五四落潮的沉思和对未来的求索。他曾在《给俞平伯的信》中写道：“每一刹那
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之位置；它与过去、将来固有多少的牵连。但这些牵连

是绵延无尽的！”42
这反映了五四落潮期的青年们，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留下匆匆的

身影，却又难掩怅惘的普遍情绪。而周作人在西山养病期间，基本上已经告别了五四
时期的理想主义和由托尔斯泰而来的“人”的理想。43他开始否认诗歌中以宗教道德
来劝人向善的效用，但是在诗歌方面仍然坚持基于实感，不避讳俗语和日常琐事入
诗。周作人曾译介石川啄木的诗论《歌的种种》，对梁实秋的“诗是贵族的，要排斥
那些丑的”的主张进行反驳。石川啄木曾在诗论《歌的种种》里介绍土歧哀果的短
歌：“在火烧场的砖瓦上 /syoben（小便）起来，便深深的 /感着秋气了”。44他认为

对这首短歌持批评意见的人一定是对歌有着狭隘的既成观念的人，认为应无需吃惊
于歌中出现的日常生活用语。周作人在《丑的字句》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世
界上的事物’都可以入诗。但其用法应该一任诗人之自由。我们不能规定什么字句
不准入诗，也不能规定什么字句非用不可。”45

这表明了他们对诗歌的一致看法：诗

歌不分美丑善恶，只要是与生活相关的词语，皆可入诗。
之后，周作人对诗歌进行着不断的探索，提出了“小诗 ”的概念，幷倡导小诗运

动。46他认为小诗是“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 ”，它充满着真实的感情，虽然
“不能长久持续，结成一块文艺的精华，然而足以代表我们这刹那的内生活的变迁，
在某一意义上这倒是我们真的生活。”47

这里，周作人认为小诗要能够真切地表现对

平凡事物刹那的感兴。这其实和石川啄木的诗论中的“爱惜刹那生命之心”不谋而
合。在周作人看来，表现出实感是小诗的第一条件，而简练含蓄是小诗的第二条件。
这种含蓄便是要求在篇幅短小的诗里讲究字句的增减。1921年，周作人在《日本的
诗歌》中引用小泉八云的文章，表现出对诗歌的看法：“作短诗的人，用了精选的少
数单语，正同画师的少数笔画一样，能够构成小诗，引起人的一种感情气分。”48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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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本诗歌的含蓄特征，也表达了自己翻译时的困难：“啄木的歌原本虽然很好，但
是翻译出来便不行了，现在从译稿中选录一半，以见一斑。用了简练含蓄的字句暗示
一种情景，确是日本诗歌的特色，为别国所不能及的。”49可以看出，周作人极为看重
短小的诗形和含蓄真实的表现，认为这是日语语言的特性，幷非汉字的因袭。1923

年，周作人发表了《日本的小诗》一文，提出将中国时下盛行的小诗发展下去，认为

小诗颇适合抒写刹那的感悟，同时也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这里的“现代人的需求”
指的是五四落潮后众多知识分子的需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陷入了彷
徨与苦闷，他们的感情由激越高亢转向冷静沉思，对人生与社会的瞬间感悟和零碎的
感触，三言两语道出来便成了小诗。在诗形与内容的问题上，周作人提出中国新诗坛

存在的一个弊端：做长诗的人轻视短诗，做短诗的又想以其包含一切。他建议中国
诗坛可采用这含蓄的一两行的诗形，装入轻妙的诗思，表现特别的感兴。50其中，他
多次提及小诗的刹那感兴与含蓄简练，用意在于把生活中实感尽情地歌唱出来，这很
明显是受了石川啄木的影响。可以看到，在旧体诗进行近代化演变的过程中，他试图

通过凝练含蓄的小诗对主流正统的传统诗进行反叛，变更甚至破坏既成的语言的表
述方式。在如此具体入微的理论建构下，日本短歌和俳句影响下的小诗创作者大量
出现，由汪静之、应修人等人结成的湖畔诗社便是其中的重要的群体。而由他们所
掀起的小诗热潮虽然在1924年前后逐渐式微，但经他们撰写的试作，仍然汇进了中
国新诗草创期的变革和构建之中。

周作人翻译石川啄木的诗歌大致在1920年至1922年之间。顺应着新文化运动

和五四运动的潮流，他对啄木的诗歌译介一开始便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周作人翻
译《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正是看准了诗歌的变革精神和战斗激情。带着五四时期的
理想主义，他试图借此呼吁民众走向“民间 ”，而面对民间中广泛存在的“老辈 ”这种
恶，他也不断鞭笞着自己，试图以决绝的态度对其进行反叛。周作人站在宏观的批判
场域，企图借助日本文学中的思想向国民灌输革命的血液，幷改造国民精神。这种
强烈的反抗精神与石川啄木不谋而合。《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是“大逆事件”应激下
的产物。大逆事件使得一些作家避开政治的腥风血雨，试图找寻文学艺术表现的另
类取向，但却直接促使啄木跳出了自然主义的阵营而转向社会主义。另外，面对文坛

回避强权问题、模糊历史原貌和漂白不公镇压的现状，啄木也毫不吝啬地用笔锋捅

结结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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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这些扭捏阻涩的思维逻辑，进而对强权政治进行强烈的批判。这种批判借由文学
手段发声幷向自由辉耀的明日进军，可以说他的文学和思想有着明确的指向性和前
瞻性。虽然他对革命青年如何到“群众中去”缺少行动方案。但这不影响他作为一
名先觉者所做出的贡献。在经历病床折磨和五四落潮之后，周作人以往受到托尔斯
泰主义影响的部分开始淡化，开始以组诗的方式译介石川啄木的歌集《一握砂》和
《悲哀的玩具》。他没有选择歌集中表现革命期望的短歌，而是选择了表现自我怜悯

和内心苦涩的部分。这无疑是他对革命未果以及自我哀叹下的真实写照。期间，他
对啄木短歌中“爱惜刹那生命之心”的感悟有所共鸣，幷试图借小诗运动对传统诗的
语言形式进行有组织的“破坏”和改造。对那个时代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方面
的“战略选择 ”。而石川啄木的短歌是他自身对日常生活情景的捕捉和速写，也是由
一次次难以排解的哀伤郁结而成。他的短歌没有囿于狭小的范围，而是源于生活的
内面，带有某种难以言说的“预设的普遍性”。 以上透过周作人对石川啄木诗歌的接
受这一主线，解明了周作人与石川啄木的关联，同时也归纳出了解读两人文学和思想
上的重要维度─先觉性与实感。概而观之，在那个时期，周作人与石川啄木都是独
具我见的先觉者，他们自知与体制对峙是革命主义者主体性的艰难选择，对体制反叛
所衍生出的遏制不住的孤独又是革命选择下的产物，但在强烈的批判下，他们又不失
对体制外的广大人民群众投以怜悯的目光与深切的关怀，处处彰显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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